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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文艺的阵地建构与方向引领 

——论《红色中华》的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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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区文艺是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苏区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中共中

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开辟了多种文艺专栏，发表了大量反映苏区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杂文、漫画、散文、戏

剧、诗歌和评论。这些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卓有成效地构建了苏区文艺的阵地，引领了苏区文艺的发展方向，为苏

区革命斗争和文艺大众化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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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1931 年 12 月 11 日创刊于江西瑞金，共发行 324

期。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红色中华》积极配合苏区革命中心工作，不仅为建设和巩固苏维埃革命政权做出了难以磨灭的

贡献，在苏区文艺宣传、文艺大众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苏区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

报纸，《红色中华》不仅开辟了多种文艺专栏，发表文艺作品和理论批评，宣扬苏维埃文艺思想和政策，而且创办了中央苏区唯

一的文艺副刊《红色中华·赤焰》，专门发表反映苏区生活和斗争的文艺作品，动员和鼓励苏区群众积极进行文艺创作。《红色

中华》结合苏区的现实条件和民众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引领苏区文艺发展方向，活跃苏区文艺创作，在苏区

掀起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成为苏区文艺发展的号角和阵地，为苏区战时革命宣传和文艺大众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研究《红色

中华》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有助于我们厘清苏区文艺的发展脉络，发掘苏区文艺的宝贵遗产，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

下运用文艺进行宣传的方式方法，对于当下的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苏区文艺是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传承中国传统的载道

精神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文艺观，诞生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以，苏区文艺自然带有与时代共振的基因，肩

负着救亡图存、共克时艰、宣传大众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苏区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文化水平决定了苏区文艺需要

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现革命斗争、现实生活和苏区人民的精神状态。在这一时期，苏区文艺主要发

挥了宣传武器的作用，以革命实用性为宗旨，表现出大众化、通俗化和工具化等主要特征。作为中共中央的“纸笔喉舌”，同时

也是面向苏区民众进行文艺理论传播和文艺大众化普及的重要窗口，《红色中华》上刊载的文艺作品和批评文章，思想内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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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形式和语言风格等无不顺应这一现实要求。 

一 杂文与漫画:针砭时弊，讽刺丑恶 

《红色中华》刊载的文艺作品中，杂文所占比例最高，自 1932 年 3 月 9 日第 13 期开始，它先后开辟了“突击队”“铁棍”

“铁槌”“无产阶级的铁锤”“警钟”“黑板”“轻骑兵”“铁帚”“生活批判”“自我批评”等 20 多个专栏，用以刊登各类杂文。

作为苏区文艺的主要形式，杂文因其短小精悍、及时有效的特征比其他文体更切合服务革命、宣传大众的现实要求。为了粉碎

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封锁政策和虚假宣传，《红色中华》常常发表一些杂文，分析当时国内时局，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红

色中华》第 206 期至 211 期连载了维嘉的文章《中国能否抗日?》，从在华日资的具体数量、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人的组织性

等方面，以详实的数字和实例论证中国能够抗日，给予怀疑论者有力的回击，坚定了红军部队抗日的决心。在《广东军阀真的

抗日吗》(《红色中华》1934年 9月 4日)一文中，作者定一对陈济棠是否真正抗日提出质疑:既不反对中满通车通邮，也不派一

兵一卒北上抗日，甚至保护日货从港口上岸，种种事实表明广东军阀不过是打着“抗日爱国”的假旗号欺骗民众。而平的《日

本帝国主义的车》(《红色中华》1933 年 9 月 4 日)，则以讽刺笔调和漫画手法刻画了日本法西斯不顾国内经济危机，妄图侵略

中国的野心和必将失败的结局，颇具思想深度和艺术特色。 

针对苏区内部，《红色中华》的杂文则充分发挥其舆论监督职能，如匕首投枪般直刺苏区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尤其对各级

苏维埃政府行政过程中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等不正之风展开无情揭露和批判。据不完全统计，瑞金时期《红色中

华》发表的批评性文章共 524篇，其中对上述现象进行批判的杂文达 160余篇。江钧的《好个石城县主席的迁家大喜》(《红色

中华》1932年 4月 6日)，严厉批评了石城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借搬家之机大肆庆祝、收受贺礼的行为。卓夫的《好阔气的小岔乡

苏》(《红色中华》1932年 5月 25日)，以讽刺性极强的标题对小岔乡苏“两月用去大洋五百余元”的铺张浪费和腐化现象进行

了激切直露的批判。1933 年 3 月 9 日“铁棍”专栏刊载《两个腐化的医生滚出去!》，以写实手法刻画了两个平日里不学无术、

虐待伤员又吃喝嫖赌的腐化分子的丑恶形象，曝光了革命队伍内部的某些阴暗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整肃干部队伍

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色中华》上发表的这些充满战斗性的杂文，以犀利的笔触大胆地“介入生活”，锋芒直指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

突，通过报刊的传播和宣传，使苏区广大民众得以正确认识苏区内外的社会实际状况，对于苏维埃政权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红

色中华》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作为一种图像与文字结合的艺术形式，漫画较杂文更容易被文化程度不高的苏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也能更好地发挥政治

宣传和鼓动作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大量简单生动、富有表现力的漫画，以图像的直观形式向苏区民众揭露了法西斯侵略瓜

分世界的野心和国民党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展示敌人凶残的同时，也坚定了苏区军民对敌斗争的决心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据统计，《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的各类漫画达 141幅，考察这些漫画的发表时间可以发现，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漫画

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些漫画“有红色战士的英勇姿态，有革命群众的实像，有革命与战争的轮廓画”
［1］(P1)

。有的漫

画反映了在日本侵略者无情炮火下死伤惨重的华北民众，将日本帝国主义比作一个双手握着手榴弹的凶残士兵，脚下是尸横遍

野的华北大地(《红色中华》1933 年 3 月 21 日);有的漫画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黑暗统治比作一把铁钳，工农群众的世界则是铁

钳下备受挤压的地球，将工农群众遭受帝国主义屠杀和国民党残酷剥削双重压迫的现实状况形象地表现出来(《红色中华》1933

年 4月 11日);在革命民众面前，国民党如同一个手持屠刀、面目凶恶的军官，脚下踩着工农群众的累累白骨(《红色中华》1933

年 7月 14日);而国民党反动政府沉重的苛捐杂税则像巨石一样无情地压迫着瘦骨嶙峋、衣不蔽体的穷苦民众(《红色中华》1934

年 5 月 23 日)。还有部分漫画则指向苏区社会内部，以漫画来达到讽刺批判的宣传功效，如有的漫画讽喻苏维埃区域的一些组

织机构如同笨重的大象一般迟钝和臃肿，不够灵活和“敏捷”;有的漫画针对苏区行政工作中的某些官僚主义者展开批判，画面

上官僚主义者如同坐在藤椅上翘着腿查看上级命令的“官老爷”，对苏区群众颐指气使，嫌弃群众“落后”“脑筋不健”(《红色

中华》1934年 4月 10日)。此外，《红色中华》上的漫画还反映了苏区群众对红军部队的大力支持，如有漫画展示了苏区百姓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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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为红军编制草鞋的热闹场景，对苏区民众为红军送来的 10万双草鞋给予高度赞扬和鼓励(《红色中华》1934年 9月 8日)。 

《红色中华》所刊漫画的内容不仅立足于国内革命斗争的状况，而且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在《南洋代管岛的问题》(《红

色中华》1933 年 4 月 14 日)中，作者将美、德、日三国比作三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恶犬，对南洋三岛这块骨头望眼欲穿、垂涎欲

滴，暴露出帝国主义对瓜分领土急不可待的丑恶嘴脸;《欧洲时局的两面表里》(《红色中华》1933 年 4 月 20 日)则揭露了欧洲

列强倡议和平背后隐藏的贪婪欲望和战争野心——一手持和平旗号的列强背后的另一只手却手握着屠刀长枪和各式武器;法西

斯主义的“卐”字符号就像四只分别握着炸弹、手枪、手榴弹和屠刀的胳膊四处横行于世界(《红色中华》1933年 6月 23日)。

这些漫画真切地反映了国际社会当时的局势，激起民众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和侵略的强烈憎恨，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情感共鸣。 

《红色中华》上刊载的漫画，以生动活泼的图像和简洁通俗的文字，向苏区民众精确剖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苏区内外

不同的社会现状，传播了朴素的民主革命思想，激起了广大民众对于腐朽黑暗的国民党统治的愤恨和对苏区民主社会制度的向

往，起到了很好的普及和宣传效果，成为《红色中华》发挥宣传武器效用的一种特殊的有效形式。 

二 散文与戏剧:真实反映苏区革命斗争与现实生活 

如果说《红色中华》上发表的杂文和漫画在曝光苏区社会内部“阴暗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法西斯侵略的罪恶行

径等方面起到了“聚光一照”的作用，那么在表现苏维埃政权领导下苏区建设的新风貌和新气象等方面，则主要是由纪实性散

文、报告文学、戏剧等文艺形式来完成的。《红色中华》上发表的纪实散文、报告文学和戏剧，大多以写实手法真实反映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苏区军民的英勇斗争和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新生活，真切表现了苏区军民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谊和积

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作为自由性和真实性兼具的文学体裁，纪实散文和报告文学可以充分发挥其不拘篇幅体裁的特点来详细记述苏区社会发生

的种种变化和前线战争的进展状况。为帮助苏区工农兵群众及时准确地了解相关情况，“红中”编委开辟了“上前线去”“从火

线上来”等专栏以及“赤焰”文艺副刊来刊载这些纪实散文和报告文学。初步统计，瑞金时期《红色中华》发表的散文共计 67

篇，其中描写战斗经过的纪实散文共 30 篇，如《朋口战役纪实》(《红色中华》1933 年 8 月 16 日)，以极富感染力的语言生动

记述了红军部队与白匪 19路军交战的经过、战士们在战斗前后的言行举止以及战场环境等，字里行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情绪;

《乌江之战》(《红色中华》1933 年 9月 21日)，以白描手法真实表现了红军战士与国民党军队在乌江展开激战的情形和最终取

得胜利的喜悦，展现出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气概;《战斗中的珍闻》(《红色中华》1933 年 4月 2日)，借白军俘虏的视角描述红

军战士的英勇无畏、沉着勇敢及其善待白军士兵的美好品质。对于这些反映前线战斗的纪实文字，“红中”编委大力倡导，称其

为“很好的中国国内战争生活的报告文字”，同时也是“目前我们正需要的工农大众文艺的作品”，“我们希望，在火线上的赤色

战士以及在各个战线上为争取革命战争全部胜利而斗争的同志们，更踊跃地把自己所经过的斗争生活随时做成通讯文字寄给我

们发表”
［2］
。另一部分纪实散文和报告文学，则描写了苏区人民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日常生活以及苏区民众积极参与苏区建设

的内容(初步统计共 21 篇)，体现了苏区军民之间的鱼水情。《军委印刷所的生活素描》(《红色中华》1934 年 7 月 7 日)，以速

写的形式描绘了印刷所工人在苏区工作、生活的场景，并以此来表现苏区工人对革命战争的支持;《瑞金九堡区红军家属的活跃》

(《红色中华》1934 年 7 月 7 日)，以红军家属参与苏维埃建设的种种实例，表现出后方家属较高的思想觉悟和积极配合前线战

事的热情;《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红色中华》1933 年 3 月 30 日)，通过苏区民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进行春耕活动的情形，

反映了苏区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状况，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红色中华》1934年 4月 26日)，

展现了苏维埃剧团在巡演期间与苏区群众打成一片、相互支持帮助的情谊，反映了苏维埃剧团在发展普罗戏剧运动、提高人们

思想认识、配合红军反围剿战斗等方面的“突击队”作用。此外，还有少量反映国际时事的文章，如《国际反战大会中的片段》

(《红色中华》1933年 10月 15日)《布尔什维克的无敌的国防力》(《红色中华》1934 年 6月 21日)等等。 

除了纪实散文和报告文学外，戏剧与活报剧也是苏区文艺工作者们借以展现苏区革命斗争及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形式。戏

剧作为我国民间最受欢迎的一种文艺形式，其通俗直观的视觉表达更易于被苏区军民接受。在《红色中华》上刊登和涉及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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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活报剧总计 29部，这些戏剧作品不仅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而且十分贴近苏区百姓的生活实际，群众在观看以后往往能感

同身受，不仅丰富了苏区群众的文娱生活，而且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红色中华》刊登的戏剧和活报剧通常都发表在“赤焰”副刊或纪念特刊上，最早的活报剧是 1933年 3月 3日发表在“三

八特刊”上的《三八纪念》，剧本以独唱、合唱、说白和舞蹈等形式表现了劳动妇女在反动统治下遭受的凌辱压迫和奴役，赞颂

苏维埃政权给妇女带来了解放，热切呼唤革命，呼吁广大劳动妇女勇于追求女性解放，推翻反动统治。沙可夫的剧作《我们自

己的事》(《戏色中华·赤焰》1933年 4月 23日)，通过几个铁路工为帮助和迎接红军炸毁国民党兵车铁轨并瓦解国民党军队的

故事，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屠杀工农红军的真实面目，展现了普通工人对红军由怀疑到信任的思想转变过程，号召工人们积极

帮助支持红军和共产党，把“红军的事”当作“我们工人自己的事”。《戏色中华·赤焰》第二期刊载的《抗日‘喜剧’》，是一

个短剧式的活报，该剧以讽刺的笔调揭露出张学良所谓“不抵抗”与国民党“长期抵抗”政策的本质:“我对于女友一向是无抵

抗的”，“对日本人不抵抗，所以我在东北三省的几万万家产不会损失一点”。韩进的独幕剧《揭破鬼脸》(《戏色中华·赤焰》

1933 年 8月 1日)，描写了发生在苏区与白区交界处一家小饭店的店主与堂倌等人之间的一幕丑剧，揭破了身为国民党特务的店

主冒充贫苦小商人企图破坏苏维埃经济的“鬼脸”，并以此剧号召苏区群众购买公债支持红军斗争和苏区经济建设。此外，《红

色中华》上的一些文章如《一场精彩的晚会》《瑞金第九区“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盛况》《回到自己的队伍里来》等则介绍了

苏区文艺晚会上一些红色剧目的演出盛况和在群众中取得的良好效果。 

《红色中华》上刊登的戏剧和活报剧，以大众性、通俗性、宣传性为主要特征，是典型的“大众的戏剧”，在表现苏区社会

生活、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苏区建设的政策和动员苏区广大群众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使文化程度不高的苏区

民众了解到朴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道理，以及苏维埃民主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这也是《红色中华》运用戏剧和活报

剧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进行大众化宣传和动员的有效尝试，得到了苏区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三 诗歌与歌谣:宣传革命思想，鼓舞军民斗志 

为了取得革命宣传的最大效果，充分发挥文艺的宣传工具作用，苏区的宣传方针和政策十分注重各种艺术形式的尝试，简

短有力、朗朗上口的诗歌和富有地方特色、便于传唱的革命歌谣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红色中华》

是苏区刊载革命诗歌和歌谣的主要阵地之一。据统计，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的革命歌谣有 23首，这些革命歌谣充分体现了艺

术来源于生活的本质特征，以“旧瓶换新酒”的方式，大多运用苏区当地民间歌谣形式，注入革命性的内容，可以称得上是本

土文化的苏维埃化，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是苏区最为重要的宣传手段之一。《红色中华》上刊载的革命歌谣热情歌唱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创造者:“用自己的手创造世界，用自己的血夺回给自己”(明《G 调“五一”斗争曲》，《戏色中华·赤焰》1933 年 4 月

23日)，“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李克农《国际歌》，《红色中华》1934年 1月 19日);号召广大群众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建设苏

维埃新中国:“共产党呀救穷人，他是我们的领路人”，“拼了最后一滴血，争取苏维埃新中国”(张爱萍《上前线曲》，《红色中

华》1934 年 6 月 12 日);号召广大妇女参与春耕等劳动生产，支持红军部队:“充足红军的给养”，“为了新的文化新的世界而斗

争!”(《山歌》《托儿曲》，《红色中华》1934 年 3 月 8 日);显示出革命必胜的信念:“封建时代的锁链快要磨断”，“鲜红的太阳

照遍全球”(《红色战士的高呼》，《红色中华》1932年 2月 17日)。这些革命歌谣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念和信心，

向苏区广大群众描绘出苏维埃革命的光辉前景，使苏维埃民主政权更加深入人心。 

简短有力、富于韵律的进步诗歌同样也是鼓舞苏区军民的有效方式。《红色中华》共发表进步诗歌 36 首，反映了不同时期

苏维埃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广泛内容。朴素明了的诗歌语言中往往带有丰沛的爱憎情感和昂扬的革命斗志，富有感染力和影

响力。有的诗歌热情颂扬苏区群众对苏区建设事业的积极响应和对红军的大力支持，如《用不着归还我们》写道:“为了帮助红

军，为了革命战争……异口同声，万众一心，借二十万担谷子，用不着归还我们!”(《红色中华》1933年 4月 17日)《夕暮》(《红

色中华》1933 年 4 月 23 日)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现了工农群众春耕队劳动的欢快场景:“遍地春耕队，工农笑哈哈”，这是苏区

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些诗歌表现了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侵略的痛恨，如《滚开，法西斯蒂!》(《红色中华》1933 年 5 月 5

日)和《铁拳等待着》(《红色中华》1933年 5月 8日)以简短有力的短诗表达了对法西斯的痛恨和对苏联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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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诗歌嘲讽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歌颂红军战士的勇猛，如《乌龟战术》(《红色中华》1933年 4月 17日)活灵活现地刻画出白

军慌忙逃窜的胆怯和丑态;《夜行军》(《红色中华》1933 年 6 月 11 日)描绘出红色战士夜行军队伍的威武雄壮，颂扬他们不畏

艰险不断前进的精神。此外，还有部分诗歌反映了苏维埃革命事业取得的成就和红军队伍的日益壮大，如思凡的《八年间》(《戏

色中华·赤焰》1933 年 5 月 30 日)回顾了 8 年来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和革命的光辉历程，“千百万劳苦民众已获得了解放”，歌

颂了革命前辈的奋斗与牺牲，提出只有苏维埃红旗才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红色中华》刊登的这些进步诗歌以精短的篇

幅、铿锵有力的语言向苏区民众传达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朴素的革命真理，如火种一般燃起苏区群众的斗志和信心，为苏维埃革

命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 文艺理论与批评:引领苏区文艺方向，服务革命斗争 

对于文艺宣传工作的性质和任务，1929 年 12 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任

务……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3］(P97)

这一具有苏区政纲性的决议强调了文艺宣传的重要性和政

治效用。在《戏色中华·赤焰》文艺副刊的发刊词中，“红中”编委如此阐明苏区文艺的主要任务:“为着抓紧艺术这一阶级斗

争武器，在工农劳苦大众的手里，来粉碎一切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我们是应该来为着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发展苏维埃文化而斗

争的。”
［4］

为了配合苏区革命中心工作，贯彻苏区文艺宣传政策精神，《红色中华》积极履行身为中国共产党报党刊的号角职能，

不仅刊载各种文艺作品打造苏区文艺阵地，而且还发表一系列文艺理论批评引领苏区文艺的发展方向。《红色中华》上发表的理

论批评类文章共 13篇，虽然数量有限，但对于我们了解苏区乃至此后的解放区和新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苏区文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苏区这一特定区域的实践和发展，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革命、宣传大众为己

任，充分体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要功能与特征。《红色中华》及其文艺副刊《戏色中华·赤焰》上刊发的文艺理论批评十分

注重政治上的正确性和导向性，这在关于戏剧《谁的罪恶》的系列批评中得到充分体现。四幕剧《谁的罪恶》由沙可夫编剧，

1933 年 8 月 4 日在纪念“八一”晚会上演出。该剧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非洲黑人卷入战争，黑人提克被迫从军，四年后

伤残归来，住宿旅店，被谋财害命，成为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牺牲品，结尾时黑人们诅咒战争，反对世界大战。1933 年 8 月 4

日《红色中华》发表报道《工农剧社纪念“八一”的晚会》，批评戏剧《谁的罪恶》宣扬了“反对战争”的意识，离开了阶级斗

争的立场，陷入了人道主义的泥潭，会妨碍当时苏区紧张的战争任务
［5］

。随后又刊发了剧作者沙可夫署名微明的自我批评文章

《〈谁的罪恶〉的演出及其脚本》。微明承认，虽然这个剧作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但是由于“没有力的，描写出非洲

黑人对法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的反抗”，同时也由于几个主要角色“演得毫无神气”，所以，导致“《谁的罪恶》的‘戏剧效果’走

上了歪曲的道路”
［6］

。然而，“红中”编辑认为作者自我批评的力度不够深刻，在“编者附记”中呼吁“我们希望其他同志也能

够热烈的参加这一讨论”
［7］
。于是，阿伪于 1933 年 9 月 15 日和 18 日在《红色中华》发表了《提高戏剧运动到列宁的阶段》的

批评文章。阿伪认为，《谁的罪恶》一剧的失败，演员的技巧“是比较次要的”，主要是作者“没有把握住反对战争的列宁观点”，

列宁明确提出要“以革命战争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而该剧表现出来的“只是诅咒战争，战争真是可怕的东西”，“赤裸裸的袒

露和平主义的面目”
［8］

。此外，《红色中华》发表的有影响的批评文章，还有《开展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反对瑞金演封建戏》(《红

色中华》1933年 9月 27日)、《提高我们在文艺思想上的政治警觉性——对于〈武装保护秋收〉的批判》(《红色中华》1933年

10月 3日)、《艺术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展开反封建旧戏的斗争》(《红色中华》1933 年 12月 5日)、《火力向着舞台上的抗日

失败情绪——评赣南苏维埃剧团抗日活报剧》(《红色中华》1934 年 8 月 14 日)等。通过这些文艺批评文章，《红色中华》进一

步明确了苏区文艺的指导思想和创作原则:“为着把握艺术这一武器应用到阶级斗争上面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来理解艺术，

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我们只有从开展文艺上的思想斗争中，提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方能把我们的文艺(包

括戏剧运动)提高到列宁的阶段。”
［9］

除了以文艺批评的方式引导苏区文艺的发展方向以外，《红色中华》刊发的文艺理论批评还

涉及办报理念、创作方法、理论建设等问题。《戏色中华·赤焰》副刊发刊词《写在前面》指出，要把“苏区工农群众的苏维埃

生活实际，为苏维埃政权而英勇的斗争的光荣历史事迹，以正确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以文艺形式写作出来”，“对于创造中国工

农大众艺术上也有极大的帮助”
［10］

，上述表述明显体现了苏区文艺为革命、为大众服务的任务、方向和特征。曾担任《红色中华

报》主编的瞿秋白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中对《红色中华》的办报理念和方式提出了具体指导建议，他认为“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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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要脸向着群众”，“要办真正劳动群众读得懂听得懂的报纸”
［11］

(P563)。在《红色中华》百期纪念号上，当时中共中央领导

人博古发表《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文中写道:“热望着‘红中’更大的成为在国内战争中鼓励前进的

喇叭，经济战线的哨兵，保卫党的总路线而斗争的战士”
［12］

;洛甫在《使〈红中〉更变为群众的报纸》中认为:“红中”应当更

成为“群众斗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为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与巩固而斗争”
［13］

;该期还转载了卡鲁斯卡娅的《自由的刊物》，文

章指出:“宣传就是确实的训练群众以革命宇宙观的精神，这是以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诸现象的唯物观去武装群众……宣传同时

又是训练群众去做革命行动，革命的理论，不是教条。”
［14］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具体介绍了文艺创作与宣传的方法。如《红色中

华》第 93期开始连载的《写给通讯员》为通讯员怎样写通讯提供了具体指导，包括写作的内容、写作方法、怎样搜集材料等。

作者认为，写作的内容“要抓住每一时期的中心”“从多方面写”“描写共产党的领导”
［15］

，这是对苏区通讯创作的具体要求。《一

个问答晚会的经过》(《红色中华》1934年 7月 21日)和《宣传鼓动的又一新方式》(《红色中华》1934年 7月 21日)分别介绍

了问答晚会与书报讲演的宣传新方法，以新颖有趣的方式，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完成战争动员、卫生宣传的任务，是苏区文艺

工作者新的开创。 

《红色中华》的这些文艺理论批评文章，为苏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为建构苏区文艺思想理论体系而付出努力。“文艺

为政治服务”是苏区文艺思想的核心，这是在我国自古以来“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艺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的双重影

响下，结合苏区社会以及时代环境的实际情况形成的新的革命文艺观。在中华传统诗学中，无论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还

是曹丕的“经国大业”论，亦或是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观，都强调文艺的社会属性和教化作用。及至近代，在救亡图存的社

会思潮中，严复、林纾等大力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文艺观，梁启超则更是提出小说“改良群治”和“新民”的

思想主张。“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人将文艺的社会启蒙功用与超功利性统一起来，形成了“立人”“为人

生”而兼具审美特性的启蒙主义文艺观。20世纪 30年代，这一文艺观念在苏区革命战争的现实需求下继续发展，把马克思主义

文艺思想、“新文化运动”启蒙文艺观和中国传统诗学融汇于革命文艺实践，最终形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大众服务”的革

命文艺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以红色歌谣和戏剧为代表的各种革命文艺形式在苏区繁荣发展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为

后来解放区文艺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实践和理论的准备，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当代文艺创作。 

总之，苏区文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苏区这一特定区域的实践和运用，在动员苏区军民共克时艰和进行苏维埃文化建

设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中央苏区各类文艺作品刊载发表的前沿阵地，更

是指引苏维埃文艺发展方向、鼓动苏区民众革命热情的红色号角，既为苏区文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整个中国革命

文化建设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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